
2022年3月份时，谢琳运货到新疆库尔勒，兼在车上装货。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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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开往上海的卡车：4000公里路，与一个女性司机的32年

一个人开车习惯了，熬夜习惯了，被骗习惯了，被拖欠运费习惯了，被封在车里习惯了。所以这次到了上海，也总
会习惯的。

上海封城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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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琳被封在卡车里，卡车被封在上海沪杭公路附近的一条街道上。  

她在车里煮面条，就着咸菜吃了一顿。需要方便时，就把塑料袋套在折叠塑料盆里，等到能够离开再一起

处理。她也不敢开空调，不知道病毒会不会通过空调传到驾驶室里。在车里除了睡觉，什么事也不能做，

听说过几天上海要开始静默，谢琳心里着急。又想，被关了这么久的上海居民们，又该有多绝望？如果有

机会离开上海，她就不想再回来了，“在上海，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静默：5月初，上海多区宣布进入“静默期”/实行静默管理，各区对“静默”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一般要求暂停物

资配送、居民⾜不出户。

谢琳今年52岁，安徽淮北人，驾驶卡车32年，独自驾驶卡车13年。她的卡车是一辆宽3米、全长约22米的

重型低平板半挂车。

七天之前，她载着30吨由核桃、红枣、枸杞等干果组成的抗疫物资，从新疆抵达上海。街道空空荡荡，不

少卡车安静地停在路边，叫谢琳有点心慌。自3月28日起，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因疫情

已封城月余。当局严格执行“动态清零”计划，市民缺乏食物，非确诊病人因被拒诊而病逝的新闻屡见不

鲜。

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导航突然失灵，领着谢琳在街上来回打转了两个小时。谢琳联系负责对接的人，一个

卸货仓库师傅给谢琳指了路，又告诉她：“我们街道被封了之后，导航就不再管用了。”

第二天谢琳接到一个从上海到合肥的运单。在仓库装货需要在卡车车门贴上封条，驾驶员不允许下车。外

头下着大雨，谢琳见装货工人没有给货物盖上雨布，急得大喊。可她在驾驶室嗓子都喊哑了，工人们还是

没有听见。谢琳只好在驶离仓库后，自己冒雨把雨布盖上。

开到合肥，在入城卡口检查站给卡车做消杀，谢琳下车做抗原、核酸检查，然后在路边等待接收货物的企

业负责人带着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来接她。疫情期间实行点对点责任制，企业负责人需要签署防疫承

诺书，承诺“全程负责监管车辆和驾驶员，卸货之后护送车辆、驾驶员原路驶离市区”。等待的时候，谢琳

凭核酸单子领到一瓶水和一碗方便面。可以下车，又有方便面，她十分满足。

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谢琳想撕掉在上海被贴上的封条，可封条不知用什么胶水粘上的，无论怎么使

劲都撕不下来。

从合肥返回上海，谢琳路过江苏一个服务区，看到有个牌子写着可以做核酸检测，她跑过去，结果做核酸

的人冲她喊：“赶快走赶快走，不能给你做核酸，你是从上海来的。”



即便有一些挫折，谢琳认为这几天十分顺利。之后她又拉了一趟货到南京，没想到再次返回上海，却被封

在了路上。

谢琳把手机上的通行证递给警察，上面显示还有几天有效期。警察不看她的手机，说他们的系统里没有看

到这台车的通行证，所以她只能停在这里。

卡车司机要有政府派发的通行证才被允许在上海市内行驶。谢琳有两位朋友由于通行证到期，只好离开上

海，但大多数地方不允许经过上海的车辆驶下高速。两人无处可去，无奈找了一个高速公路桥洞生活，烧

火做饭，偶尔翻过栏杆偷摘一点老农的青菜。

警察不允许谢琳下车。谢琳问：车没有通行证不能离开，人为什么也不能下车呢？警察回答说她去过南

京，不是14天都待在上海，所以不能下车。

她感到委屈，她是一个卡车司机，在城市间来回运输的也是政府物资：食物、方舱的小隔间、临时核酸检

查站等等。如果要14天都待在上海，那怎么运送物资呢？和封城月余、仍每日新增数千病例的上海相比，

没有新增病例的南京为什么危险呢？

谢琳就这样被封在路上。  



谢琳从乌鲁木齐即将出发往上海。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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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海前，朋友劝谢琳，说上海没有吃没有喝，比她想象的要困难一百倍。那时谢琳正运货从杭州开往新

疆，连着接到好几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卡友、记者都劝她再认真考虑。

大部分在上海的司机领不到发放给当地居民的物资。封城期间商铺停业，找不到食物，有的司机就用渔网

在河里捕鱼吃，喝消防栓里的水。没有地方住，司机就把锅碗、被褥搬进卡车货箱，吃住在货箱里。还有

的司机被在车门上贴了封条，封在驾驶室里禁止下车。

在此之前，谢琳就有去上海的打算。她邀请几位80后司机朋友同行，但被拒绝，他们认为去了上海就很难

离开，没有地方待见疫区出来的人。如果在上海被隔离，没有吃没有喝，把司机关在车里，连人权都没

有，也挣不到钱。还劝谢琳，她50多岁，假如感染了连照顾的人都没有。谢琳的公司也明文规定，去过上

海的司机，上海疫情结束往后的一个月都禁止来公司。她便打消了念头。

这一次无论如何她都要去了。  

谢琳在货运工会的微信群里说了这个消息，工会给她发过来一篇《请战书》，要她抄在纸上，签字盖上手

印：

“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和货车司机，我深知：如果将抗疫看成是主战场，那么物流就是这场抗疫战争的补

给线，能否及时、充足的将各种物资及生活用品等运向抗疫一线，关乎抗疫战争的胜利，因此我向党组织

请缨，自愿积极参与疫情期间的物资运输保障工作，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



谢琳写给工会的《请战书》。图：受访者提供

谢琳没有印泥，问遍整个服务区连一支口红都没借到，她只好拿针把手指头扎几个口子，在《请战书》上

印了个血指印，拍照发给工会，工会高度赞扬了她的带头榜样作用。

后来她听说有个朋友从云南运包心菜到上海，中午运到，隔天傍晚才有人卸货，包心菜的外层已经开始腐

坏。谢琳也犹豫，去上海究竟值不值得？但《请战书》上白纸黑字已经写好了，还打退堂鼓怎么行呢？今

年市里的劳动模范奖章也颁给了她，“不去对不起这份荣誉，无论怎么艰苦都要去。”



谢琳准备了10公斤面粉，15公斤大米，3把面条，10只新疆馕饼，1公斤碎馕，1颗大白菜，几根黄瓜，蚕

豆酱、黄豆酱、老干妈、豆腐乳各1瓶，还有萝卜干和榨菜。这些食物足够她一个人吃两个月，肉就不吃。

她还准备了5大桶矿泉水，2大桶自来水，车上还有800公斤用来给轮胎降温的地下水，可以用来洗脸洗

菜。谢琳平时用一只烧瓦斯气罐的小锅煮面条，她买了3个瓦斯气罐，足够烧半个月。她不放心，又买了一

个大铁锅，如果烧完瓦斯气罐，就找两块砖把铁锅架起来，捡一些树枝生火煮饭。不行她还可以抓鱼吃。

谢琳抓鱼很有一手，她车上有一种叫做四六子的渔网，撒到河里插一根杆子固定住，等半小时拉起来，鱼

就在那里了。

假如被封在驾驶室里不能下车使用厕所，谢琳也有准备。她有一只折叠的塑料盆，又买了一沓她称之为“方

便袋”的塑料袋，如厕时就把“方便袋”套在折叠小盆上。疫情以来谢琳已经被贴过数次封条，她很有经验：

中号塑料袋最合适，并且要买贵的，便宜的太薄很容易被扯破。

这次去了上海，谢琳打算等上海疫情彻底结束了再离开，否则到别的地方要集中隔离14天，交几百元一天

的隔离费。或者开回安徽老家，那里还允许本地牌照的车辆下高速，她计划开到一个没有人的开发区，找

一条断头路自我隔离14天。在那里起码离家不远，想吃饺子就打电话让家人送来，放到卡车大板的尾巴

上，等他们离开她再去拿。

谢琳计划好了，从杭州运货到达乌鲁木齐之后，再载着30吨抗疫物资，花四天四夜，开4000公里去上

海。



在杭州，谢琳的车门被贴了封条。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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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鲁木齐装好30吨干果，已经是凌晨1点，外头下着雨，谢琳盖完雨布被淋得浑身湿透。她立即出发，3

点40分到小草湖服务区睡下。卡车进出新疆都需要经过严格安检，谢琳有次排队做核酸排到凌晨3点。排

队安检实在让她疲惫，导致不小心睡过头，早上7点多才醒来。虽然满打满算才睡了4小时，但对谢琳来说

已经算是奢侈。

她一般在夜里12点休息，早上5点起床，其余时间就是跑车，按照规定每4小时停下来休息20分钟。也有

一次赶着运榴莲到北京，连着40小时没有睡觉。

谢琳总说自己不像一个女人，“女人要更柔美一些。”父母自小教导谢琳和她的三个弟弟，无论遇到什么事

情都不可以哭，哭就要挨打。

这个行当难免遇上凶险的事 她刚开卡车时遇上打劫 同行的几位男性司机都是退伍军人 被打得鼻青脸



这个行当难免遇上凶险的事。她刚开卡车时遇上打劫，同行的几位男性司机都是退伍军人，被打得鼻青脸

肿。谢琳想反抗，被劫匪像拎小鸡似的拎起来，一把撂到地上，她只好乖乖奉上身上的800块钱。

2012年谢琳和二弟在成都，有几个人拿着大砍刀来偷她的汽油。她的朋友金三之前在成都反抗偷油贼，被

砍伤胳膊缝了好几针，花了两万多元。谢琳不敢下车，就从窗户往外喊：“兄弟啊，差不多就行啦，给我留

一点。”结果他们真给留了一点，让她能开到加油站去。

为了保护财产，谢琳不得不更加坚强。在新疆搭乘出租车，下车时被司机拦住要她多付100块，她一脚把

司机踹下车，反锁车门然后报警。在广州遇到偷油贼，她抄一把剪刀就追上去，她肯定小偷不敢大白天在

城市里打她，假如他敢，她就用剪刀反击。

开车30来年，谢琳开过青藏高原几十公里的大坡，也开过东南亚车都倒不出来的小路。她常和路上遇到的

年轻司机吹嘘：“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钢结构，就是琳姐拉去的。琳姐是谁？琳姐是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

无我这般人。”

谢琳不但会开车，还会修车。三、四台车的车队跑青藏公路，从来都是谢琳押后阵，无论哪台车坏了都是

找她修。谢琳很喜欢车：“无论我开哪一台车，我要先把它的发动机转速、油耗率这些习性摸清楚。我了解

车，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

这一天的风很大。谢琳车头的“沪疆情深，同心抗疫”标语被刮掉一个角，在车子前头摆来摆去。走到两座

大山中间的一个风口，碰上沙尘暴交通管制，停车将近1小时。等交通警察把路上的小沙堆铲掉，谢琳重新

出发。高速路两边是沙漠，风一刮，黄沙被裹得漫天乱跑，眼前一片灰蒙。

晚餐熬了稀饭，放大米、绿豆、红枣和土豆块。吃完饭太阳还挂得蛮高，现在的季节，西边要晚上9点天色

才会黑下来。风还是很大，车子被刮得乱晃。路边停了很多13米的卡车，司机们站在车顶拉雨布，但风大

得拉也拉不住。

被困在上海没有饭吃只能钓鱼的，大多是短途卡车司机，从这个城市的码头跑到那个城市的码头，到哪里

都有吃的。谢琳常年跑西北线，动辄是200公里无人区，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有准备。

2016年，她一个人开车从西藏阿里跑到拉萨，那里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

一。结果卡车发动机的涡轮增压泵坏了，停在了离城市400公里的地方，新零件要等4天才能送到。那次谢

琳感冒又缺氧，非常虚弱，在夜里听见不远处有狼群叫唤，控制不住地想象狼群拍碎她车窗玻璃的画面。

车坏的第二天谢琳就喝完了所有的水。她拿矿泉水瓶盖接水喝，把每一个瓶子都翻出来，挨个滴了一遍。

她到路上拦车，但是连一辆过路的车都没有，手机也早就没电关机了。谢琳说那是一种奄奄一息的孤独和

绝望



绝望。

后来是一个武汉的摩托车队路过，她才活了下来。自此之后，谢琳无论去哪里，都在车上备着至少3桶10

升装的矿泉水。

谢琳一直想要报答那个摩托车队。武汉疫情爆发时，谢琳立刻决定瞒着家人运送救援物资去武汉。她必须

要去，武汉人对她有恩情。

4月21日，从杭州到新疆的路上，谢琳在服务区吃午饭。因服务区太小而谢琳的车太大，停在里头就堵着路，因此保安让她吃完走。
她原本想做蛋花汤但没做成，只能用洋葱、辣椒、黄瓜拌了一下，配着馕饼吃。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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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刮大风，谢琳12点钟就歇下了。第二天她计划4点钟起床，结果睡到了5点。开到甘肃，拨电话给认

识的饭店老板，想托他买一些面条送到高速路口。没料到沿途服务区都不允许开店，老板已关店回老家

了。

谢琳只好改变计划，让老家的亲戚买上食物，在她经过时送到高速路口给她。再带上两只轮胎和一箱瓦斯



气罐。

轮胎和瓦斯气罐是给上海的司机朋友带的，朋友的卡车有两只轮胎都不太好了，但整个上海没有修车行营

业，只能托谢琳带进来。再带几条香烟，两条分给朋友，两条备在车上，分给卸货仓库的工人师傅。现在

一包10块钱的烟在上海已经涨到30块，还没有地方可买。她一个人开车，总要和装卸货师傅打好关系。

谢琳不是一开始就一个人开车的。以前和二弟跑同一辆车，后来二弟腿上有病痛，跑长途受不了，另请一

位驾驶员需要管饭，每月支付一万元薪资，“你总共就挣这点钱，都给他了。”

于是谢琳一个人一台车，一开就是13年。  

下雪天她一个人挂防滑链。要下车把链子挂上车轮，然后上车往前开一点，再下车挂上另一段链子，再开

一点。两个人一下子就能做完的事，谢琳在雪地里折腾了半个小时。

另外一次在新疆运哈密瓜，车轮陷到了沙子里，谢琳蹲在太阳底下挖车轮，一个人挖了一整天，挖到太阳

下山，再挖到半夜，挖出的沙子堆成一个小坡。

谢琳总是一个人。她是1996年结的婚，别人问她丈夫从事什么职业，怎么不和她一起开卡车？她回答：

“生物研究所所长，一份很好的工作。”

谢琳丈夫给煤矿打通风的井筒，工作轻松，每周只上班一天，月薪1500元。但他可以在地里蹲上三个小

时，就为抓一只蛐蛐儿。谢琳说他是蛐蛐儿专家，听叫声就知道它战力如何。高峰时她家里养了100只蛐

蛐儿，统统是什么白虎、黑将军。丈夫花费几个月悉心喂养培训它们，到时节了就带去斗蛐蛐儿，赌钱。

赌输了还不起，债主就找谢琳要账。

谢琳的公公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婆婆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还输钱。谢琳一个人养家，她女儿把所有家庭

开支列成单子，作业本8元，洗衣粉10元，等谢琳跑完车回家报销。

1998年谢琳怀孕，生育前两个月她还拉了一车煤到南京，交警都不忍心开她的罚单。产后两个月她就开始

跑短途运输，中午奶涨得受不住了就挤出来放着，晚上回家喂给小孩。结果小孩吃了拉肚子。

2000年谢琳想要离婚。她丈夫经常和人打架，一次甚至拿刀子把别人的腿捅一个窟窿，谢琳总是八千、一

万地替他赔钱。但那次丈夫跪在菩萨像前面忏悔，公婆也劝她多为小孩着想，就没能离成。一拖就拖到

2014年，谢琳发现丈夫出轨，她觉得再不离婚自己会疯掉。丈夫和谢琳打官司，说卡车是夫妻共同财产，

要她给10万元。法官问他你家卡车车牌号码多少？丈夫答不上来。谢琳胜诉。



离婚后谢琳什么都没拿，和女儿搬到市里租房子住。她劝女儿多去探望前夫，去的时候拿上谢琳从新疆带

回红枣、茶叶，“那毕竟还是孩子的父亲。”

后来谢琳喜欢上捡石头，到大山、戈壁，总要挑选一颗美丽石头。有一次她一个人开车到山脚下，等了两

天，等到天气预报里的暴雨，再等到暴雨停，去捡从山里被雨水冲出来的新石头。“我没有挑到一个如愿的

伴侣，但上帝给了我别的恩赐。”谢琳宽慰自己。

2021年12月，在新疆乌鲁木齐被隔离7天，零下22度下，谢琳和防疫人员打了报告，穿着防护服下车上厕所。图：受访者提供

5  

这一趟从乌鲁木齐拉抗疫物资到上海，4000公里，运费一共22400元，减去13000元汽油、400元手续

费，和一些杂费，净赚也就8000元。抗疫物资走高速公路不收费，但规定了路线并有时限要求。

按照规定路线，谢琳要在甘肃乌鞘岭翻过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大山。她开到大山里一个服务区时，是夜



里12点钟，谢琳赶时间——她总是赶时间，打算再开54公里，到下一个服务区休息。她在离开服务区十几

公里的地方，看到一辆卡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深夜大山里的高速公路寂静又空旷，谢琳决定停车帮忙。

一位年轻的男性司机朝她跑过来，吃惊道：“你一个人开这么大的车？”他问谢琳有没有车用尿素，谢琳按

原价给了他一桶。那位司机非常感谢，这种情况大多司机都不会停车，他本来已经做好准备在路边熬一整

夜。

谢琳觉得自己的性格像父亲，父亲年轻时当兵，月薪五元但愿意借给朋友三十元。谢琳没什么钱，如果朋

友找她借五千元而她只有三千，她会把所有钱都给那位朋友，再找别人借钱凑上另外两千。

她17岁开始工作，做过电焊工、过磅员、仓库保管员，后来实在喜欢开车，就决定做卡车司机。当时卡车

司机很挣钱，她25岁时就自己买了5台卡车来运送煤炭，一度非常风光，但后来被合作的几个工厂拖欠款

项，一共欠了70万元。谢琳说，那时候的70万能买到10间现在售价100多万的门面房。她挺着孕肚去当地

水泥厂讨债，和她打交道的工厂负责人由于贪污被免职，新上任的老总叫保安来撵她，“谁欠你的你找谁要

去，我不欠你的钱。”

她已经算不清自己被拖欠了多少运费。  

去年她从新疆阿克苏运了一车哈密瓜到浙江嘉兴，快5000公里路程，光汽油钱就一万多元。到了地方，货

主说瓜不够脆拒付运费。报了警，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他们只管打架斗殴。22000元的运费谢琳一分也

没有拿到。

谢琳也尝试过强硬态度。那次她要从新疆运西瓜到上海，正值新疆防疫封控，西瓜瓜农出不来，只好请别

人来摘西瓜。结果请来的人不会挑瓜，一整车西瓜到上海已经熟过了，吃起来像棉花，卖不出去，货主要

扣谢琳1万2千元。谢琳负责运西瓜，又不负责挑西瓜，她觉得自己一点错也没有。于是她到旁边的农贸市

场买了一瓶敌敌畏（注：一种毒性很大的杀虫剂），“你敢不给钱我就喝敌敌畏，我看你以后生意怎么做，

谁还来买你的瓜。”

有人报警，谢琳和货主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解，最终谢琳还是被扣了8000元运费。  

干了30多年卡车司机，谢琳身上没有存款，只有债务。  

以前她要还做生意时欠下的帐，还丈夫的赌债，养家糊口。2014年还完所有的钱，也离了婚。她和女儿搬

到市里租房住，女儿说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才好，谢琳就贷款买了房。后来手头稍微松动，她又买了一台

冷藏车，借出去和人合伙做生意，结果冷藏车运葡萄到兰州时出了事故，合伙人当场身亡。谢琳作为车主

需要赔偿76万元，冷藏车也被法院扣下。她和保险公司打官司，如果败诉，就要自己支付赔偿。谢琳每次

路过兰州都睡不着，夜里开车到事发地点去蹲着，想房贷，想76万元。和保险公司打官司怎么打得赢呢？



谢琳不抱希望。

后来谢琳就学着不去想它，“还能怎么样？你还要活着，必须还要面对生活。”  

2021年12月，谢琳的车在下大雪的乌鲁木齐中被隔离。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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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鞘岭大山里睡了一夜，天亮又开始下雨，一下就是两天。雨天路上多交通事故，堵车就也多，一路上

谢琳被堵得又困又累，实在不想开了，但又不得不开。

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谢琳每天开将近1000公里，路上不是风沙就是雨水。一是堵车难受，二是每逢雨天，

谢琳腰里装着两块钢板的地方就酸酸地疼。

2008年谢琳从车上摔下来，两节腰椎粉碎性骨折，现在腰里还装着两块钢板。另一次她把左手手腕也摔得

粉碎性骨折，又装进两颗钢钉。谢琳在老家有残疾人证，虽然没有领过任何补助。



用热水袋敷着腰能好受很多，但疫情期间要自觉防疫，她尽量不进服务区，就打不到热水。她车上有一个

能烧热水的饮水机，可装的是饮用水，谢琳舍不得。

谢琳很能忍耐，或许因为从小母亲不许她哭。她摔断腰住院那会儿，同病房的病人都断了胳膊断了腿，只

有她一个人断了腰，但整个病房就她最安静。谢琳隔壁床的男人被砍伤了腿，整天痛得大叫，谢琳威胁

他，再叫就把他丢下楼，“我摔断腰难道不比你断腿疼吗？你一个男人叫什么叫。”

一次她从杭州到乌鲁木齐，走到一半杭州发生了疫情。到了新疆，她作为从高风险地区过来的人员，被隔

离在车里7天。那是12月，乌鲁木齐下大雪，零下22摄氏度，驾驶室里的暖气不能总开，否则会打不着电

瓶。谢琳只在最冷的凌晨3点到5点开暖气，其余时间就裹三床被子熬着。

但谢琳总说新疆好，在新疆隔离，每天发三顿饭吃。和看守的防疫人员打过报告，也让下车去厕所。  

谢琳对生活的要求不那么高。但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她也期待过好的婚姻，希望生活富足，希望能陪

伴女儿成长。只是对于现在的生活，她已经习惯了。

谢琳常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开车习惯了，熬夜习惯了，被偷油被骗习惯了，被拖欠运费习惯了，欠

债习惯了，高速路口不让下习惯了，被封在车里习惯了。所以这次到了上海，也总会习惯的。

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  

25岁时被欠下的70多万元债，谢琳一分也没要回来。而她之前运的煤炭，买的轮胎、汽油都是赊账，数额

不小。1998年金融危机，欠谢琳债的人都跑路了。谢琳没有跑路，她卖掉四台卡车，留下一台自己开，慢

慢挣钱还账。她列了一个欠债名单，欠甲8000元，欠乙1万元，欠丙2万元，签上名字交到每个债主手

里。直到2014年她才还上所有的钱。

谢琳说自己像西藏的一种野花。沙漠里没有水分，那野花即使连叶子都长不出来，即使马上就要死了，在

死之前也开出一朵花来。

谢琳明白去上海会非常艰难，明白工会要她写《请战书》是给她压力，明白“为国家奉献”只是一句虚话。

只是因为卡车司机，这个她做了32年的职业，已经成为她的价值。上海由于疫情物资短缺，需要卡车司

机，那么她就得去。

她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养大女儿算一个，捡石头算一个，另外就是开卡车。“我喜欢开车的感觉，要我换

其他工作，一个礼拜不开车，我就感觉少点东西。习惯了。一个人开车累是累，但是都没有开够。”谢琳说

自己会一直开车，开到她身体受不了，再也开不动，就离开公路，做一个卡车司机教练，继续在卡车上待



着。

即将到达上海时，朋友问谢琳在上海的打算。谢琳说：“吃就吃馕，住就住在德龙大酒店。”谢琳的卡车由

陕汽德龙公司制造，她叫它德龙大酒店。

距离上海还有100公里左右，谢琳看到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拿一把椅子坐在高速路边上。他们只

是守在路边，其他什么也不做。这样的防疫人员每隔500米就有一个，双向车道都有，一直列到了进上海

的高速路口。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上海偷跑出来？谢琳不知道。

谢琳朝上海开去。


